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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岛内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一定变化：从

殖民体制下民权的捍卫者、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到光复后政权的建设者，再从事

件中的处理者变为被处理者———戒严体制下的受迫害者。这一系列的变化反

映了台湾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外力影响下的行动历程，即满怀着对台

湾的热爱，对国民党政权从抱有希望到完全失望的过程。但国民政府没有充分

理解其心愿，也没有认识到台湾从被割让到光复这５０年中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仍用旧有的、僵化的官僚体制和威权去管理台湾，因而同台湾民众产生了矛盾

和冲突，从而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这一事件在台湾知识分子和民众间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阻碍了部分台湾同胞的“中国认同”，常常为“台独”分

子所利用。因而有必要明晰史实、厘清责任，不让历史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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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从 １８９５年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到

１９４５年光复，经历了５０年的日据时代，其间台

湾人民受尽了殖民奴役。台湾光复后，岛内知

识分子跃跃欲试，想要加入新政权以建设台湾，

但事与愿违，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发生于

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的“二·二八”事件中集中爆

发。该事件影响深远，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在

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大陆学术界在１９８０年代前

曾将其称为“二·二八”起义，视为反国民党统

治的革命运动，即全民性的、以民族自决的形式

爆发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反对美帝走狗蒋介

石匪帮的卖国政策，反对血腥的法西斯统治，建

设富强、民主的中国［１］。但是仅用“革命”来界

定这一事件似乎并不能展现“二·二八”事件

的全貌。１９８０年代后，随着同台湾方面的交流

日益频繁，大陆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也逐步深

入。同时期的台湾，随着国民党逐步开放党禁，

依托本土优势，台湾学者能够较为便捷地接触

到解密的一手档案文献，同时对见证者的口述

采访也为该事件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多维度的思

考和补充。由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主阵

地是在台湾，台湾学者对“二·二八”时期台湾

知识分子的研究也较多，如台湾学者李筱峰［２］

就从台湾知识分子入手分析该事件，突破了国

民政府对“二·二八”事件讨论的限制，具有划

时代意义；还有一些学者将笔触着眼于事变中

的个别知识分子，如陈芳明［３］搜集整理了蒋渭

川的文章和相关回忆。后来，随着台湾戒严时

代的结束，国民党当局逐渐放松了对“二·二

八”事件讨论的限制，学术界形成了一批口述

史研究成果，如《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

谈记录》［４］等。大陆方面，褚静涛的专著《国民

政府收复台湾研究》［５］，涉及台籍精英在“二·

二八”事件前后同时任台湾省主席陈仪的合

作、组织的党派活动，以及对台湾政改的呼吁和

政治认同问题；李跃乾所撰写的《日据时期台

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６］，关注到了台

湾知识分子中具有留日背景的一批知识分子及

其对“二·二八”事件的参与；王小平的专著

《光复初期赴台知识分子初探———以许寿裳、

黎烈文、台静农为中心的考察》［７］，则注意到了

光复初期赴台的大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

关于台湾知识分子，笔者在查阅了相关文

献后，发现在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成分较为

复杂，不同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

景，反映在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

因此在讨论这一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时，不能

用“一刀切”的方法，要结合其在“二·二八”事

件前后的不同行为、言论，来分析其在整个事件

中的表现。鉴于此，本文拟利用作者在台湾期

间所掌握的资料文献、口述史料，在两岸学者研

究的基础上对彼时的台湾知识分子作进一步的

探讨，梳理台湾知识分子在“二·二八”事件

前、事件中和事件后的行为、立场及其同国民政

府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别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

分析其角色的转变，反思冲突爆发的原因。

　　一、“二·二八”事件前的台湾知识

分子

　　日据时代，尤其是从“皇民化运动”到“二

·二八”事件发生前夕，是台湾知识分子参政

议政最积极的阶段。“皇民化运动”时期和光

复后到“二·二八”事件前，这两个时期虽然统

治者不同、社会性质不同，但许多知识分子都是

在政府内部、以政权合作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

同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以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身份出现，对台湾人民的政治观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１．“皇民化运动”时期

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早在中川健藏

任台湾总督时期就开始逐渐形成，其核心是要

用日本文化同化台湾的中华文化，将台湾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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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彻底分离［８］，同时也为其所宣扬的“大东亚

圣战”服务。这一运动的推行，标志着日本对

台的同化政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在台湾

被殖民的５０年里，日本的同化政策在一定程度

上遭到了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抵抗。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民众通过消极反抗

日本的同化政策得以传承传统文化，如直到

１９４３年，台湾改姓名户口的才占总户口的

１６９％，总人口的２．０６％［２］２８１－２８２；另一方面，士

绅和知识分子相继组织了一系列社会运动来争

取权益，如１９１４年１２月，台中厅参事林献堂在

日本明治元老板垣退助的帮助下组织的台湾

“同化会”［９］，之后还有“六三法撤废运动”［１０］、

１９２１—１９３４年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１１］、“台

湾地方自治联盟”和“农民运动”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皇民化运

动”中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皇民奉公运动”

（１９４１年）时期，成立了各级“皇民奉公会”这

一涵盖“上自总督府各机关，下至全台各级地

方政府浑然一体推动皇民化运动的机关”［１２］。

这一覆盖各级的机关，吸纳了大量知识分子及

地方士绅。这些“皇民奉公会”成员与在社会

运动中涌现出的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在后

来参与了“二·二八”事件。

纵观台湾日据时代，我们发现，部分知识分

子成了殖民当局的成员，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

发起了社会运动以争取权利，但鲜有知识分子

用激进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此后较为激

烈的反抗运动如“议会设置运动”，目的也只是

要求台湾知识分子参与到国家政权建设中。另

外，日本在各行政单位所设置的具有明显殖民

色彩的公职，其担任者都是本地具有较高名望

的人士。因此，在当时许多本土菁英对待殖民

当局并不只是单纯的反抗者或顺应者，而是某

种程度上的合作者，其中的“抵制”在很大程度

上是文化层面上的，即“相当巧妙地调出适于

自己的声调，用以界定属于自己认同的台湾文

化”［１３］，以传承传统文化，并与日本文化的强制

移植相抗衡。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抵制”，也

仅限于在日本政治体制内要求更多的权力，因

为日本人需要用这些本土知识分子的威望来稳

定地方；本土知识分子也希望利用与日本人的

关系，来协调殖民政府与台湾民众的利益。

２．光复后到“二·二八”事件前夕

（１）民意机构的成立与知识分子的参与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台湾光复，陈仪担任台湾省

主席，负责接收与重建工作，提出将台湾建成

“三民主义模范省”。此时国民政府所面对的

是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台湾，岛内广大知

识分子欢庆台湾回归祖国，参政热情空前高涨。

例如，林献堂就表示“本人此次不顾衰老之身

而出，只愿粉身碎骨为乡邦服务”［１４］２１。在此浪

潮下，成立各级民意机构以配合全国行宪之事

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６日，《台湾省各级民意机

关成立方案》公布，依此方案，要建立起由下而

上的各级民意机关，按照各县市的人口比例选

举各级参议院议员，成立省参议会。［１５］１０２－１０３整

个选举，共有１１８０位候选人角逐１７个县市的

３３个议员名额，当选率平均为２．７９％，议员名

额与候选人数的比例最高达到约１１２０（台南

县），竞争最激烈的台中县和台南县当选率仅

为０．８３％和１．４１％（见表１）。由此可见，当时

台湾民众参加竞选之热情。考察当选议员的教

育背景或者职业，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所占比重

较大。由表２可以看出，受过高等教育的议员

占比达３５７６％，如果将职业教育和中学教育

视为中等教育，那么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议员

占到了７６９９％。可以说，参政者大多为中高

级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有在地方上声名显赫、受

人敬仰的人士。这些知识分子多是在台湾５０

年殖民岁月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政治文化活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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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是受到了各种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深刻

影响的人物。例如，台北县参议员林日高，曾是

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台北市参议员王

表１　第一届台湾省参议院选举概况表［１４］２３

县市名称 省参议院名额 候选人数 选举人数

台北县 ３ ３１ ４１
高雄县 ３ １０１ ５９

台中县 ４ ２８４ ６６
新竹县 ３ １３ ３９
台南县 ４ ４８１ ７７

澎湖县 ４ ９ １０
台东县 １ ４ １１
花莲县 １ ５ ５

台中市 １ ５４ １９
台南市 １ ３９ ２７

台北市 ２ １１ ２６
嘉义市 １ １６ １９
新竹市 １ ２２ ２６

屏东市 １ １９ １９
高雄市 １ １６ ３１
彰化市 １ ２９ ２２

基隆市 １ ４６ ２１
合计 ３３ １１８０ ５１８

添灯，曾任台湾民众党中央委员兼书记长；台中

县参议员洪元煌，曾参与议会请愿运动，并担任

中国文化协会专务理事、台湾民众党中

常委［２］１４２。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光复后的政权中，

知识分子的结构较为复杂。一批曾在日本殖民

当局任职的知识分子也被纳入了国民政府体制

内；在县市参议员中，日据时代曾经担任过公职

的约占３９．４６％；光复后任职省参议员的日据

时代知识分子约占６．８１％。虽然这批知识分

子所占比例不高，却大多资历较老，如林献堂、

林瑞昌、李崇礼等［２］１３５。在这些担任议员、任有

公职的知识分子中，曾是“皇民奉公会”成员的

多达５００人，这些人中自然也会有一些投机分

子，但由于他们有着知识分子身份与在台湾民

众中的影响，国民政府让其担任公职，借以稳定

统治秩序。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进入了体制内，

但由于教育背景、家族历史、生活经历不同，他

们的政治立场也不同，这给日后“二·二八”事

件中知识分子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表２　各县市议员受教育情况表［２］８８

县市名称 高等教育 师范教育 职业教育 中学教育 国民教育 家学或书房 训练所 统计人数

台北县 １０ １４ ９ １４ １０ １ ５８
新竹县 １３ ８ ７ １２ ４ ３ ４７
台中县 ３４ １７ ９ ８ １７ １ １ ８７
台南县 ５１ １７ １６ ５ １３ ６ １０８
高雄县 ３１ １６ ５ ８ ２０ １ ８ ８９
台东县 ０ ３ １ １ １１ １ １ １８
花莲县 ４ ２ ５ ３ ４ １ ２ ２１
澎湖县 ２ １ １ ５ ３ １２
基隆市 ７ ４ ５ ２ ５ ４ ２７
台北市 ７ ４ ７ ７ １ ２ ３０
新竹市 １０ ８ ２ ２ ７ ２９
台中市 １６ ６ ３ ２５
彰化市 １１ ４ ４ ４ ３ ２６
嘉义市 １１ ４ ２ ６ ７ ３０
台南市 １７ ５ ４ ３ ２ １ １ ３３
高雄市 １６ ３ １１ ３ ７ ４０
屏东市 １５ ２ ４ ３ ５ ２ ２ ３３
合计 ２５５ １１８ ９２ ８４ １２１ ２５ １６ ７１３
百分比 ３５．７６％ １６．５５％ １２．９０％ １１．７８％ １６．９７％ ３．５１％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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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光复后在台知识分子的构成

在陈仪组织的各级议会中，具有一定学历

的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不同的历史

背景决定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类别多样。光

复后，在台知识分子的构成较为复杂，大概可以

分为本土知识分子、大陆来台知识分子、留学归

国和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台湾在读学生四类。

其一，本土知识分子。台湾本土知识分子

这一群体人数最多，可以说是光复后台湾知识

分子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林献堂、辜振甫、蒋渭

川、蒋渭水、王添灯等。他们在日据时代一方面

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日

本的新式教育的影响。例如，林献堂出身台中

雾峰林家，是台湾名门望族［１６］；辜振甫出身鹿

港辜家，其父辜显荣为日据时代同日本合作的

台湾乡绅的代表人物，同时，辜振甫也曾就读于

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蒋渭川、蒋渭水

兄弟也都是台湾著名的爱国人士，接受过台湾

本土教育，也曾在日本在台创办的学校中就读。

此外，他们还是日据时代社会运动的积极组织

者、参与者，以及光复后最早组织迎接国军的一

批人［５］４３８。

其二，大陆来台知识分子。光复后，一方面

国民政府要接收、建设台湾，因而需要大量知识

分子的协助；另一方面，一批大陆知识分子因内

战一触即发而渡海迁台，成为光复后第一批赴

台的大陆知识分子。这批光复后赴台的大陆知

识分子，不同于国共内战末期赴台的知识分子，

其赴台多是受建设台湾的热情驱使，其思想经

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八年抗战的洗礼，

更具有进步性，对国民政府的统治也多保持着

批判意识。［７］４－５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前，他们

多通过创办杂志、书社等对政府进行批评或建

议，对于政治活动参与不多；而在“二·二八”

事件爆发与大陆解放之后，大陆赴台的知识分

子结构则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

其三，留学归国和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

这一群体以归台留日学生和曾长期在大陆、日

本等地活动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留日学生多家

境殷实，在日留学期间受到了各种西方社会思

潮的影响，在政治上倾向于民主政治，同时受到

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具有相当强烈的民族

意识。［６］２４在日据时代，他们是社会运动的主要

力量；光复后，他们积极加入陈仪组织的民意机

构；“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他们成为台湾知

识分子群体中最为积极的一类，如郭国基、游弥

坚、黄朝琴、连震东、杜聪明、蔡培火等。他们虽

然同样游学日本，但其政治观点因受到不同思

潮的影响而不同，在之后的“二·二八”事件

中，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另外，还有一批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以谢

雪红、蔡孝乾为例，二人是台湾共产党的代表人

物。台共在组织上同中国共产党并无联系，主

要接受日本共产党的指导，光复之前长期在大

陆组织台湾人的革命活动，还曾到日本、苏联接

受培训。［６］５４－５５长期在外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

复杂，在此不做过多的展开，下文将以台湾共产

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活动为例展开讨论。

其四，台湾在读学生。这一群体最为特殊。

台湾在读学生，一方面，虽具备一定的知识，但

其政治观点尚未成熟，比较激进，在社会变革

中，往往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青年

学生往往不能把握事件中的利害关系，容易卷

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牺牲品。［１７］在“二·二

八”事件中，这类群体既想努力维持社会安定，

又激烈反抗政府。在地方的动荡中，在读学生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上是依照历史背景对彼时台湾知识分子

的大致分类，在每一类中，政治观点又有所分

化，知识分子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群体在

“二·二八”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光复后，虽然陈仪政府着手建设台湾，但种种失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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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直接造成了台湾知识分子群体对陈仪政府的

不满。

（３）光复初期的乱象

抗战胜利后，陈仪接手台湾，虽然采取了许

多措施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但台湾糟糕的社

会状况并未好转，如自然灾害发生，商人囤积居

奇，使米价大幅上涨，从原来的每斤５台币涨到

每斤１７台币。陈仪政府对米价采取了放任态

度，没有控制价格或采取配给措施，使得城市居

民生活失去保障。［１５］１２６－１２７另外，光复后台湾吏

治的腐败也颇让民众失望。早在１９４５年８月，

国民党闽台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就抵达台

湾，负责监督日常接收工作。８月初至９月１２

日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清查团接到的３８４份举

报函中便有６４起舞弊案。［１５］１３７当时有不少知识

分子都清楚地看到这种乱象，“二·二八”事件

爆发的第二天，时任国立台湾大学医院院长兼

国民参政员的杜聪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

到了物价暴涨和吏治腐败两大导火线，他说：

“此间纷扰暴动之原因，自光复接收开始，贪污

时有发现，对贪污案件，处置又欠严明……又加

（上）政府对粮政措施不当……目前之粮荒不

能控制，使物价暴涨，一般台湾人对政府之怨

恨，已达极点！”［１８］９

光复初期的混乱状态使得民众对政府的积

怨越来越深，而给那些积极渴望参政的知识分

子迎头浇上冷水的，则是他们发现本土知识分

子在各级议会中并未掌握实权，权力反而控制

在来自大陆的官僚手中。省议员郭国基曾指

出，“现在台湾自行政长官以下各处长、各县

长、各市长之中，仅台北市长、新竹县长、高雄县

长３人为台胞，其余２０多人全为外省人”，政府

则常常“以台胞不解国语为由，拒绝登用台省

人”［２］１８４。后来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高级

公务员本省人所占者过少”，以后“自应设法培

植其本省高级干部人才，以求纠正过去之偏颇

现象也”［１９］。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５０年后回

归大陆，但所迎来的国民政府则视台湾为征服

而来的土地，台湾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难免会

心理失衡［２］１９１，于是视陈仪政府采取的建立民

意机关等措施为收买人心的政治骗局。在这种

人心不定、社会矛盾丛生的背景下，１９４７年 ２

月２７日晚，一起由专卖局查缉私烟而引发的血

案，终于诱发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游行，并迅速波

及台湾大部分县市，这便是令人震惊的“二·

二八”事件。

　　二、“二·二八”事件中的台湾知识

分子

　　事件发生的次日上午，台北的局势便开始

朝着暴乱的局面发展。据大溪档案中有关

“二·二八”事件的记载，是时，“少数阴谋分子

驱使暴徒浪人将昨稽查私烟时被击毙之死者尸

体鸣锣击鼓涌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将所长围

殴，复捣毁门窗，嗣乃裹挟民众数千人到专卖

局”，并“当场殴毙职员二人”，接下来他们又涌

向了行政公署，但遭到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死

一人，伤十数人”，最后便是“商店辍市、工厂停

工、学校罢课”，并有群众三五成群围攻外省

人，“不通台语日语者辄被凶杀”［２０］１３。事态逐

步不可控制，并迅速波及到了邻近的基隆市。

蒋介石在２月２８日当天就下达了手谕，称“交

由司法机关公平训办、台北市局部戒严、政治上

可以退让并尽量以商谈解决纠纷”，“如军事遭

受攻击，可以用军力平息暴乱”［２１］７１９－７２０。不

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便宣布在台北实施局部

戒严［２０］１８。

１．“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成立与

陈仪的三次让步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的是年３月１日，

代表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各县市议员和省议

员，立刻采取了积极措施试图化解矛盾，他们推

·５４·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第１７卷第６期

举黄朝琴、王添灯等８人为代表，赴行政公署面

见陈仪，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五点办法，即立即

解除戒严、惩办凶手、抚恤死伤、被捕之市民立

即开释、组织调查委员会。［２０］１４

陈仪则本着大事化小的心态，同时也考虑

到蒋介石“政治上可以退让并尽量以商谈解决

纠纷”的意见，对知识分子代表们的意见当即

表示全部接受，并在当日下午５时通过广播发

表了对此事件的处理意见，具体内容是：（１）缉

私误伤人民嫌犯已交司法机关训办，将处以适

当罪行；（２）受伤之民妇已送医院治疗，并给予

医药费五万元；（３）因受伤死亡的市民，已给予

抚恤金二十五万元；（４）因参议院人恳切请求，

自今晚十二时解除戒严；（５）昨天在暴动中被

捕嫌犯，由邻里长负责具保，准予释放；（６）由

省参议会派代表与政府所派代表合组台湾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负责处理此次事

变；（７）希望人民信赖政府，与政府合作，自动

自发维持治安，严守秩序。［２０］１４与此同时，台湾

本土报纸也未用激进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情，

如《新生报》提出的五条处理意见，也无外乎是

惩凶、道歉、赔偿之类，并在处理意见末尾转引

警备总局司令部“柯（远芬）参谋长”的话安抚

民众，即 请 一 般 民 众 “稍 安 勿 躁，共 维

安宁”［１８］３。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尚且安定。同时，

新成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了

《二·二八处委会告全国同胞书》，指出：“这次

事件的发出（生）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污吏，

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希望台湾同胞同外省

同胞一同团结起来以“改革本省政治”，在提出

“台湾同胞团结起来！”“改进台湾政治！”［２２］２６９

等口号后，便开始履行职责。然而，实际上台湾

的局势并没有因为陈仪的妥协让步而好转。

此时，事态已迅速波及到台湾整个北部，并

向中部和南部蔓延，新竹、嘉义、彰化等地都出

现了聚众打砸抢烧事件。陈仪便请求台北著名

士绅蒋渭川出面调停，蒋渭川在陈仪之前对全

省广播所提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事件不向

民众追究责任、释放被捕民众、死伤者由政府优

厚抚恤医治、缉烟开枪凶手重刑”四条，并建议

处理委员会扩充组织由民众自己选出代表参

加［３］。陈仪皆照办，在当日（３月１日）下午第

二次通过全省广播，发表处理意见：（１）凡是参

与此次事变之人，一律不加追究；（２）已被宪警

拘捕之暴徒，准由其家属领回，不必由邻里长保

释；（３）此次事变伤亡人员，不论本省人、外省

人、公教人员、人民，一律给予治疗抚恤；（４）处

理委员会可加入各界代表，容纳多数意见。［２０］２２

关于陈仪的第二次让步，柯远芬认为，处理

委员会的扩充，使得台独分子、流氓、恶霸大量

加入，政府代表被迫退出，“二·二八”事件处

理委员会则完全由暴徒所控制。［２０］２２对于这种

评论，综合处理委员会在扩充之后的表现至少

可以断定：处理委员会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群体

中的激进势力，也是使得事件恶化的重要推手，

以至于在扩充之后，其中的政府人员悉数退出，

这使得处理委员会同政府的对话愈加艰难。

结合陈仪的第一次处理意见，陈仪的第二

次让步尚在其底线之内，对于知识分子代表的

要求，陈仪也显得较为克制，但台湾的局势并没

有因为陈仪的再次让步而缓和，台湾各地冲击

政府、殴人抢劫之事反而愈演愈烈。在这种乱

局下，加入了各界代表的处理委员会以处理

“二·二八”事变、改革政治为宗旨，于３月５日

进行了改组，并提出了几项主张，较为重要的有

三条：（１）要求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２）实施

省、县、市长民选；（３）军权要由台湾人掌

握。［２０］２７而在３月５日当天，蒋渭川便受邀前往

陈仪处商讨解决办法，蒋渭川提出了三点主

张：（１）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

府，依国内各省制度实行，在未得中央批准以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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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维持现机构；（２）为改革现行机构，设立台

湾政治改革委员会，委员产生办法由全省各区

镇向民代表中各单位选出一名为候选人，然后

由该县市参议会从全部候选人中选出三十名

为委员；（３）现在局处所长或主管，尽量启用

本省人。［３］３１０

对比处理委员会和蒋渭川的意见，基本精

神有一致之处，都是启动行政改革，促进“二·

二八”事件的解决，这也充分说明了无论是陈

仪政府还是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解决“二·二

八”事件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惩处生事者，而在

于进行政治改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处理

委员会和蒋渭川要求的不同之处在于：处理委

员会在整改的要求上，更为直接，也更为激进，

如直接提出“军权要有台湾人掌握”，而蒋渭川

只不过“尽量启用本省人”而已。在蒋渭川和

处理委员会的要求下，陈仪在３月５日下午第

三次通过广播发表声明，主要内容如下：（１）省

级行政机构已考虑改为省政府，将向中央请示，

一经中央核准，即可实施，改组后省政府委员、

各厅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２）县市级行

政首长，已预定在准备手续完成的条件下，于７

月１日实施民选；（３）至于各种措施如何改革，

在省一方面，俟政府改组后，由其决定［２０］２７。

陈仪的这次声明可以视为陈仪的第三次妥

协，从处理缉烟枪杀首犯到进行政治改革，陈仪

一步一妥协，而处理委员会则步步进逼。对比

蒋渭川与处理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可以发现：要

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初步分化。随后，

处理委员会所颁布的《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

中外广播处理大纲》，则更加体现了知识分子

间的分化。

２．《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广播处理

大纲》的颁布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虽然陈仪在事件中屡屡让步，但并未使得

社会状况好转，混乱的局势使他无法向国民政

府交差。而处理委员会则步步紧逼，于３月７

日公布了《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广播处

理大纲》（下文简称《处理大纲》），认为“查缉私

烟枪毙人命不过是导火线而已，这次事件完全

是全省人民对于一年余来之腐败政治的不满同

时爆发的结果”，要求“整个台湾政府应负全部

责任”［２２］２７１。这一结论并无不妥，但其提出的７

条对于目前问题的处理办法与３２条根本处理

办法，则引起了轩然大波。

《处理大纲》在提出撤销专卖局、不得随意

逮捕人犯、保障非武装结社自由和一些经济方

面的条件外，还提出了“政府在各地之武装军

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由各地处

理委员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在政治问题之

根本解决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论军事、政

治）需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警察处长与各

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一切公营事

业之主管由本省人担任”，“各地方法院院长、

各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全部由本省人担任”等

要求［２３］７３－２７５，这无异于让国民政府自放权柄。

消息传到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特稿称“这一

组织竟复提出超越国家一分子的本分，……这

种过分的政治行为，绝非政府与全国同胞所能

接受，处理委员会不能平息事端，却反而滋事推

波助澜，这一组织的成立不合法，这一组织的存

在不能不由政府予以解散”［２］２０７。蒋介石于３

月１０日发表谈话，称“该省所谓‘二·二八事

件处理委员会’突提出无理要求，要取消台湾

警备司令部，缴械武器由该会保管，并要求台湾

陆海军皆由台湾人充任，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

政治之范围，中央自不能承认”；联系到“二·

二八”事件发生后许多地方发生的冲突事件，

蒋介石又说：“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

治安。”［２１］８２６－８２７

处理委员会意见触动了蒋介石及其军队，

别说蒋介石通不过，就连陈仪都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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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大纲》显然触碰了政府的底线，处理委员

会遭到镇压也就顺理成章。由此，陈仪的讲话

也就失去了执行的基础，成了一纸空文，之前所

谈妥的改革措施，也便化为乌有。３月７日蒋

介石派步兵一团及宪兵一营开赴基隆，开始正

式的军事镇压。［２１］７７０－７７１

《处理大纲》的颁布可以说是“二·二八”

事件的分水岭。在其颁布之前，陈仪以退让妥

协为主，对于知识分子们的要求尽量答应，希望

事态能够恢复正常；而在颁布之后，处理委员会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其说是“政治改革”，倒

不如说是一场口头上的“政治革命”，国民政府

之气恼不言而喻。

其实，从处理委员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或处

理办法便能看出，知识分子们早已对陈仪政府

极度不满，改革成为全台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

诉求，不然也不会一下子提出这么多激进的要

求。但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由“二·二八”事

件引发的知识分子的分化（“二·二八”事件也

体现出知识分子政治倾向的不同），当蒋渭川

看到这个处理意见时，便坚决反对处理委员会

的《处理大纲》，认为这样的要求反而会激化矛

盾，并呼吁人们相信政府，同时又一边请求驻华

大使司徒雷登劝告蒋介石不要派军队来台镇

压［２３］１９。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替蒋渭川转交蒋介

石的信中，蒋渭川说：“台湾此次民变，纯为反

对贪污官吏，要求政治改革，并无其他作用，万

勿派兵来台，以免再激民心，并肯迅派大员临台

调处，则国家幸甚。”［３］３１７－３２１针对《处理大纲》，

蒋渭川还批评处理委员会王添灯等人对事态的

恶化应负有责任。蒋渭川在其事后写的《二·

二八事件报告书》中就认为，处理委员会常务

委员王添灯在电台发表《处理大纲》１０条及提

出的３２条导致了民众“大起冲动”，使得“空气

非常恶化”，并使得事态“似加严重”［３］１６３。

此外，通过众多档案资料，不难发现，在台

湾各地局势恶化的过程中都存在有组织的武装

斗争。杨功亮、何汉文在报告中总结了台湾各

地发生的暴动，并指出了组织者，如“二·二

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基隆分会和青年同盟组织

壮丁袭击基隆要塞司令部，在台中出现一些队

伍游行示威占领政府机关，还有白虎队、暗杀团

等［２４］团体也颇为活跃。而这些团体的背后都

能够看到持不同诉求的知识分子的身影。

以嘉义市“三·二”事件为例，“二·二八”

事件发生后，南下的群众来到嘉义市扬言要

“一起去烧市长官舍”，并鼓励市民参与行动，

以至市长孙志俊闻之逃往宪兵队，造成社会大

乱，由此引发嘉义市“三·二”事件。［２５］１７３－１７４其

中以学生为代表，他们召开学生大会，制作海

报、标语，四处张贴散布有关“二·二八”事件

的消息，并对政府进行批评，有的还取来关庙日

本人遗留的武器武装起来，以“保护学校”［２６］２４，

还称去警察局“接收”武器进行武装［２７］。同时，

嘉义市的流氓团体还仿照日据时期成立了“自

警团”，由流氓头目陈五十二率众“接收”武器。

由于嘉义存在大量拥有武装的民兵组织，因而

其成为“二·二八”事件及后续事件中死伤最

为惨烈的地区。民众与国军对峙，围攻红毛埤

第十九军械库和水上机场，之后还有高山族部

队加入，其间并有激烈交火，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２６］１７４而嘉义市的“三·二”事件处理委员

会，则由以陈复志、陈汉平、刘传能等人为代表

的留学归国人员主持。［６］９０在这样的局面中，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拟争取以和平方式

解决问题，既要抗拒来自军方的武力威胁，还要

避免莠民恣意抢掠［２６］１７６，但武装民兵与政府之

间互不让步，导致７次谈判均以失败告终。

此外还有台中地区。３月２日上午，以谢

雪红为代表的台共组织市民参加市民大会，在

大会中，谢雪红等人号召武装斗争，带领省立农

学院、台中师范学校等院校学生抢夺警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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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组织“台湾青年学生市民保卫队”迎战国军，

进行武装斗争。［２７］２０６－２０７

以上两个案例都体现了不同知识分子群体

对事件解决的不同倾向，以高校学生、留学生、

谢雪红为代表的台共组织在其中分别扮演了事

件的参与者、协调者和组织者三种角色。对事

件中涉及人员，国民党官方文件将其统称为

“暴民”或“共匪”，但从其涉及人员的表现来

看，这一评价并不妥当。首先国民党并未认识

到“暴民”之中的协调者是可以争取的，而所谓

的“共匪”同中国共产党并无组织联系，此说显

有转嫁矛盾的意思。但无论其诉求如何，这些

借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所掀起的武装

斗争，充分体现了各类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以

及不同类别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但无论知识

分子在事件中的作用是缓和还是激化，以《处

理大纲》为导火线，政府开始用“一刀切”的方

式来处理问题，这使得本土知识分子的角色由

事件的处理者变为了被处理者。

　　三、“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知识

分子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激进行动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而政治上

的弱势群体一旦以情绪化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

不满，强势的一方便会顺势将他们视为“暴动

者”或“煽动者”，进而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

１．本土知识分子的缄默和话语权的丧失

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已经认为，“二·二八”

事件处理委员会发生质变，并与地方政府相对

立，随即将之定性为非法组织［２１］７７１－７７２。处理委

员会既然是非法的，那么参与该事件的知识分

子自然也是反政府的，于是便对他们不加区别

大规模地杀害、逮捕就在情理之中了。３月底，

台湾行政长官办公室出版的《台湾省二·二八

暴动事件纪要》直接将各类知识分子斥为从事

叛乱活动者，还列了一份“主动及附从者”名

单，包括蒋渭川、黄朝琴、周延寿、杜聪明等多达

８０余人，诸如蒋渭川等温和派知识分子亦赫然

在列［２５］２３３。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则因为通

过报刊媒体支持民众，而被政府带走或惨遭杀

害，如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二·二

八”事件发生时因气喘病发作并未参加，但因

为常常秉笔抨击政府，于３月１２日晚被军警逮

捕，一去不返。［２８］而一般的民众或著名士绅，在

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也被大肆搜捕。在《关于

特赦“二·二八”事件被捕人员之建议书》中，

时任国民政府检察院检查委员的丘念台在呈给

检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报告中提到，“计著名士

绅被杀灭尸并无宣罪者十三人，被杀灭尸事后

通缉者七人，无罪被杀尸首仍存者二十三人。

至于其他调查未明被杀之民众，全台殆不下二

三千人”，另外还有一些未处决或仍在追捕中

的犯人，都将其“诬以流氓、共党”［２５］７４８。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知识分子群体受

到了莫大的打击，积极参政的热情消失殆尽，参

与政治或社会问题讨论的积极性大不如前，政

府还查抄了《新生报》等多家报纸，致使舆论的

掌控权被收归政府。在台湾本地的报道中，鲜有

批评政府的，多是“罪恶昭彰，死有应得”之类的

宣扬政府平叛功绩或者咒骂参与分子的文章。

对参与事件人员的界定也多是“少数共党、流氓、

野心家”，“与一般民众毫无关系”之类［２９］。国民

党在处置“二·二八”事件的舆论话语权上掌控

了主动。在此情形下，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声音

消失殆尽，其他知识分子也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

下对政治闭口不谈。

２．大陆知识分子的融入与火种的保存

１９４９年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后，一大批大

陆知识分子随之迁入台湾，给台湾沉闷已久的

知识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胡适、殷海光、雷

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陆来台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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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过《自由中国》杂志对台湾当局的高压政

策进行了抨击。［３０］一批在“二·二八”事件中受

到打击的台湾知识分子，则以重新拾起对政治

的热情和关注来做呼应，如在“二·二八”事件

中被逮捕或通缉的郭国基、黄朝琴等人，事件后

重新参与政治，多次参选并担任省议会议员。

还有一部分台湾知识分子通过编纂杂志来表达

诉求，如１９５７年创刊的《文星》杂志，自创刊起

就宣扬科学与民主，反对政府的压迫。［３１］

但台湾的整体政治氛围仍是以白色恐怖为

主，其间，国民政府严厉打击企图为“二·二

八”事件翻案的人，使得“二·二八”事件被消

音、被禁止。［３２］然而大陆知识分子同台湾知识

分子的融合，可以说为台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

保留了火种，漫长的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代，台湾民

主运动在与政府的对抗中曲折反复，从未中断，

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在１９８０年代末结束戒严

体制。

　　四、结语

综观“二·二八”事件前、中、后台湾知识

分子起到的不同作用，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他

们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从殖民体制下民权的

捍卫者、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到光复后政权的建

设者，再从事件中的处理者变为被处理者———

戒严体制下的受迫害者。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

了台湾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不同外力影响下的

行动历程，即满怀着对台湾的热爱，从对国民党

政权抱有希望到完全失望的过程。但国民政府

没有充分理解其心愿，也没有认识到台湾从被

割让到光复这５０年中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仍用

旧有的、僵化的官僚体制和威权去管理台湾，因

而同台湾民众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导致“二

·二八”事件的爆发。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应是疏导者而非压制者，而民众的情绪则应在

一个可控、有序的范围内表达出来，对情绪的煽

动或过激表达，只会使得政治环境恶化，无益于

诉求的实现和问题的解决。“二·二八”事件

是难以绕过的历史记忆，它是影响不少台湾人

“中国认同”的一个重要症结，尤其是国民政府

失信处置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其在很大程度

上失去了台湾民众的信任。如今“台独”势力

猖獗，“二·二八”事件中国民政府给台湾民众

造成的伤害常常为“台独”分子所利用，如今我

们对“二·二八”事件重新进行解读，目的就是

为了明晰史实、厘清责任，不让历史被别有用心

之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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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台湾省谘议会．林献堂先生史料汇编［Ｇ］．雾

峰：台湾省谘议会，２００１：２．

［１７］王昭文．二·二八事件嘉义地区的学生与武装

行动［Ｃ］／／许雪姬．二·二八事件６０周年纪念

论文集．台北：台北市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纪

念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２００８：２５６．

［１８］林德龙，陈芳明．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Ｚ］．

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１９９２．

［１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

“二·二八”事变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

［Ｊ］．民国档案，１９８８（４）：６５．

［２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史料丛刊（十三）［Ｇ］．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６．

［２１］潘振球．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

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一至三月份［Ｚ］．台

北：国史馆，１９９６．

［２２］邓孔昭．二·二八事件资料集［Ｍ］．台北：稻乡

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３］台湾省参议会、临时省议会暨省议会时期史料

汇编计划———蒋渭川先生史料汇编［Ｇ］．雾峰：

台湾省谘议会，２００９．

［２４］陈兴唐．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Ｍ］．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１９９２：２５９．

［２５］许雪姬．台湾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

为例［Ｍ］／／赖泽涵．台湾光复初期历史．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４．

［２６］张炎宪，王逸石，王昭文，等．嘉义北回二·二八

［Ｍ］．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２０１１．

［２７］欧素英．台湾省立农学院与二·二八事件

［Ｃ］／／许雪姬．二·二八事件６０周年纪念论文

集．台北：台北市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纪念

馆，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２００８：２０６－２０７．

［２８］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Ｍ］．台北：

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１９９１：１４０－１４１．

［２９］林元辉．二·二八事件台湾本地新闻史料汇编

［Ｇ］．台湾：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

会，２００９：１４７５－１４７６．

［３０］李筱峰．台湾民主运动４０年［Ｍ］．台湾：自立晚

报文化出版部，１９８７：５５－８１．

［３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修台湾省通志［Ｚ］．台

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１９９２：２１９－３１９．

［３２］夏春祥．在传播的迷雾中———二·二八事件的

媒体印象与社会记忆［Ｍ］．台北：韦伯文化出

版社，２００７：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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